敬读《蚬江陈氏家谱》后感

陈达力

值先父陈去病诞生120周年之际，撰此一文以作纪念。

近日重读先父于1930年末至1931年初亲笔修订之《蚬江陈氏家谱》。先父告诫“子孙保之，万年永昌”。要求后人根据《纂谱琐言》和《自序》中所说那样，知晓陈氏宗族的延续和人生在世当如何做人。

先父自幼受家训家风薰陶，尤受两祖父遗风和祖母的良好教诲及名师指教，并汲取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溶于身心，处世为人持之不忘。读《纂谱琐言》后，深感它是我祖家风的记录，是先父道德观念的自述。如：“先曾王父居诸巷，恒为人排难解纷得长者之誉。人有感其德者，往往操豚蹄为饷，公辄谢弗肯受。或强之，则愤而投诸河曰：吾岂欲报而始为汝排解哉！此强直之性受之于天，非可伪为也。先王父亦然。卓然耿介而又济之以友爱。闻诸姚氏姑云：章堰四叔来，公辄私以其财周之，又恐吾母之厌其频数也，则必秉夜潜出，纳其银糠窍中俾取之以去，此何其仁至而义尽耶。他若先考之不喜谄谀，恶见文士。叔考之素为闾里侠，皆所谓质直之行有先民之遗风焉。故先师作传比于朱郭洵乎，其非诬也。吾侪子孙立身行道，自宜以曾祖两父为法则，虽日贫贱亦无憾已”。

“先节孝至行，落落昭垂天壤。求之近世，自金母表节孝外灾不多觏。观其豁达弘远，大类须眉丈夫，而敦崇节操，非礼弗行，尤若大儒之所为。加以崛起孤根，复呼独出，耐霜傲雪，节比松筠，此岂寻常闺阃得能为之比并耶。所可痛者，溘焉遽逝，致一生怀抱郁而未抒，此则鲜民日夕所引为疚心者耳”。

“方灵皋文集于亲戚骨肉之词特自为一卷，使不与他文羼，其意甚美。余纂斯谱亦略师之。凡父党之亲若姚府君，若先姐瑞莲，其墓志为余所亲撰者均一一录入，以永厥传。即效奔走使令之徒，能尽忠于我家如卜老仆者，亦并及焉。庶几吾侪子孙知亲近者之当贵，而疏远之能不昧其天良者固亦不可遽没也。惟母妻之族宜不为例”。

“自来谱牒以欧苏二氏为正宗，诚以二公起家贫贱，希荣慕利之念寡，故能简要若此。至如狄武襄之不认梁公为同宗尤具特识。今吾家虽系出兰溪，但文献无徵，宁容攀附。故断自思恬公为蚬江第一世祖，亦令吾侪子孙祗知吾蚬江陈氏自思恬公始，其他强宗大族虽极煊耀无睹可也”。

“昔侍先师长洲夫子于杏庐之中。每及谱学，先师辄引常州陋俗为笑。盖毗陵人士往往以无谱为耻，尤以无荣宗巨室光其谱牒为可耻。于是偶跻通显即亟亟以修谱为务，而又苦于无谱可修，乃不得已收买他人旧谱认为已谱；或敦聘名士为之补撰。历世传状极其意之所欲，信手拈附以为快乐。于是而各家门第鲜不高华矣。特是诬蔑其亲甚于数典而忘祖。是以君子于有微词也”。

《纂谱琐言》最后一段写道“时维深秋，风雨如晦，感念存没，恍若百卉之凋残。虽欲护持其何可得，然草草者，有涯之生，而耿耿者，无穷之志。诗曰：明发不寐，有怀二人。言亲虽云逝，而思不可有穷也。又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言能思其亲，天必不我遐弃也，然则吾侪子孙苟能一思诗义，安可不强自振厉以力邀天佑耶。况乎世变方亟，来日大难，植躬其间，譬犹风末之飘蓬，波心之泛梗。苟不自饬，将迁流转徙，宁有定时，而斯世亦不可问矣。传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蔡伯喈曰：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此郭有道与吾家太邱公懿范也，无可念哉”。

先父的《纂谱琐言》写成于一九一五年十月十日，十五年后修订时只字未改，只在文末亲笔题了行辈十六字诗：“绵世浸远惟孝与友明德常昭玄云永守”。就在这年，先父翻建“绿玉青瑶之馆”，正门门额上刻了“孝友旧业”四字。“孝友”“明德”实为先父立身处世之道。并以之作为后人排辈之序，又是嘱后人应遵循之训。《纂谱琐言》中指明了先辈的品行德性。

“卓然耿介而济之以友爱，仁至义尽；”

“不喜谄谀，不希荣慕利，虽贫贱而质直；”

“敦崇节操非礼弗行，耐霜傲雪节比松筠；”

特别是在最后一段里告诫儿孙身处形势剧烈变化中要努力自饬，不可随波逐流，是所谓要坚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为人气节。回顾先父一生六十春秋，可以说他对此是信守不渝的。他早年立志救国，与金松岑、蔡冶民在家乡创立“雪耻学会”时，自榜一联“炎黄种族皆兄弟，华夏兴亡在匹夫”。爱国精神鲜明。先父为了救国救民于一九○三年东渡日本，寻求图雄之策，结识了大量的爱国志士并与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结下了友谊，其革命之志益坚。曾成为《江苏》杂志的主要撰稿人，还直接参加了反俄反清的军事活动。回国后，于一九○四年主持《警钟日报》笔政，为了更多地唤起民众充分利用一切易于为群众所接受的宣传形式，又创《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倡导戏剧革命宣传革命道理。同时，“往来峰泖间，靴刀帕首，阴有所谋划”。进而发动组织群众直接投入革命斗争。一九○五年春，清廷查封《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之后又竭力搜捕先父，先父机智越墙而免。

一九○五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成立同盟会。次年，先父在芜湖加盟。由此，先父不仅在思想、志向上，而且从组织上紧密地追随孙中山先生左右。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六年八月“再入浙，观虎林山水，遂登会稽，探禹穴，修秋禊于兰亭，泛娥江而东迈，从我游者二三子外惟吴江陈子去病与焉”。随侍中山先生十年之久。孙中山先生曾称“去病能词章，才名满天下”。还为先祖母亲撰《陈母倪节孝君墓碑铭并叙》并题“女之师表”四字，又为先祖父、先叔祖父墓园手书《二陈先生之墓》。中山先生说“以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知去病者宜莫余若”。中山先生与我父如此相知相善，实为难得。

先父力主广泛团结革命党人。与人交往任侠仗义，相处至诚至爱，仁至义尽。他和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都有密切的联系，与诸领导人友谊深厚。他与黄兴相识于日本。在一九一三年袁世凯纂夺革命成果，各地纷纷讨袁，先父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的秘书，亲撰讨袁檄文，通电声援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三督军讨袁。他与光复会也有联系。世人知道与秋瑾过从甚密。秋瑾牺牲时，他冒生命危险，夜运烈士遗体安葬于西湖畔，开追悼会、建“秋社”、办爱国女学，几遭清廷侦捕。又如，徐锡麟烈士牺牲后，先父不顾危难设法收藏烈士刺杀恩铭用的手枪及“供词”照片，所制铜版历经世乱至今犹在。王金发被害后，甘冒株连之险，化名“镜中观奕客”写《莽男儿》纪念烈士。此外，对陈天华、宋教仁等一些生前友好遇难后，他都倾情写了不少悼念文字。他夙爱西湖风物之美，却将在西湖孤山已购“思自营窀穸亦既规划有成”之地，在“陈勤生烈士仓卒未获地址”时慨然割让，而自己去世后，未能在西湖安葬。先父加入同盟会后，他进一步广泛交友结社，如秋社、越社、神交社、黄社、湘社，而以南社最为有名，最有影响。南社集中了革命党人中众多政治、军事、宣传、文化与经济方面的领袖人物和知名人士，许多主要人物既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南社成员。先父与其中著名的领导人物之间志同道合，情深谊长。使我至为感动的是一九九○年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屈武来苏州，我专程去南园宾馆拜访，当他被告知我是陈去病之子时立即站起来邀我坐在他身旁并随即谈起于右任老伯与先父之交谊，称我们是世交。屈老以九十高龄，能够敏捷地忆及老一辈几十年前的事，也足说明老一辈的革命友情影响之深。

先父一生善诗文，写了大量著作。但就其全部活动而言，在革命的每一个时期，他的主要精力投向是不同的。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主要是撰写文章，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起来革命。他以教书、办报为公开职业，奋力鼓吹革命道理。特别是辛亥革命时，他写“政论”、“讨袁护法”时写“檄文”、“通电”。在跟从孙中山先生廿余年间，不仅起草签署了大量文件、任命令，还几度北出塞、南赴粤、东至海上、西到湖湘考察制定建国后的建设方案，一九一六年随孙中山先生考察“东方大港”。他一生中参与和组织过多次武装起义，几次险遭不测，“仍奋身革命、抱必死之心，不暇复顾家”，绝无半点“游云散月，泛舟载酒”的闲趣。他以祖辈“孝友”“明德”为训，以革命同志为至友，以奋身革命为大孝，把孝友之道超越家庭范畴，赋予新的含义。他曾先后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担任过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长和韶关北伐行幕大本营宣传主任职务。但他未曾因此去追官求爵，在给柳亚子先生的信中足资证明此点。他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过从事教书育人的机会，没有放弃过对史地的研究，他主持过江苏省人物志的编纂，又化了很多心血去研究《南明史》、极为遗憾的是《南明史》的手稿交给某好友后至今未知下落。先父一生业绩荦荦可观，令我们儿孙永远敬仰。

孙中山先生逝世是先父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除了在中山先生逝世不久离北平南下，作为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全力为实现中山先生临终前对葬地的愿望奔波繁忙外，没有再跻身于政事。“四·一二”之后数日，先父得知蒋介石补选为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自己立即辞去委员之职。一九二九年时写道“感恩知已今安在，神烈峰高泪满颐”，不仅抒发了对中山先生的无限怀念，也是对国民党右派倒行逆施的不满。又四年，即一九三一年，先父直言不讳抨击国民党右派说“晚近民生之凋敝，伊谁之过？当改称中华民国为中华官国，”可见他对民生之关切。

自中山先生逝世，到先父仙故，其间八年，先父再也没有应允出任国民党任何党政职务。他六十岁生日是在湖水环抱的同里镇宅第度过的。他将家宅的主要建筑分别取名为“绿玉青瑶之馆”、“百尺楼”、“浩歌堂”寄托他的情思。他也是在这秀美宁静的古镇悄然离开人世的。不久前有慕名专访陈去病先生故居者，竟为屋宇之简朴而疑为误入他宅。两祖父在时，家境尚宽裕，“先节孝雅好骨董，有端溪砚白瓷瓯各一以赐不肖”（《纂谱琐言》）。先父投身革命后，不事家业，奔走辛劳稍有积蓄则以收集碑刻、志书为乐事。故宅陋旧这正是先父“不希荣慕利，虽贫贱而质直”“节比松筠”的写照。

先父虎丘墓地，1982年得到中央和省市政府重视予以重修，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同里故宅正在重修，已呈报江苏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正是继一九八一年党中央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的报告中对先父的一生的评价的继续。作为陈氏后人者，若不“努力自饬”，将何以对？！

